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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2006 年，中國大陸一家媒體曾刊發有關學術論文交易的新聞報道

（同「報導」）[1]（王壽臣，2006），其中被廣泛轉載的一個細節，是一

位研究生為了完成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任務，靠賣血交納了「版面費

」。在媒體的論述中，這起聳人聽聞的事件，「元兇」正是絕大多數高等

教育院校所規定的「研究生必須發表一至兩篇學術論文，才能畢業」之

要求。這種制度深為某些學者所詬病（王彬彬，2003；江曉原，2007

；錢榮貴，2006：137-138），而媒體則以數字形式，顯示學術期刊有限

的版面資源和日益擴增的研究生／論文數量之間，已發生不平衡狀態，

以此抨擊該制度的荒唐之處（王壽臣，2006）。 

在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所教育中，獎懲機制普遍存在，發

表論文才能畢業的規定，只是其最低要求；深入地說，這其實是盛行於

學界的數量化學術評鑒（同「評鑑」）體制之翻版，或曰簡單化的移植

和複製。因此，儘管媒體著墨於事件的情節與戲劇性張力，但也折射出

數量化學術評鑒制度與學術發表體制相互碰撞所激盪生成的亂象。近年

來，華文學界對數量化學術評鑒多有批判，例如，台灣學者曾於 2004

年 9 月 25-26 日，舉辦「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鑒研討

會」，並於會後結集出版《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鑒》（反

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中國大陸尚未產生如此規模的公共討論，對

獎懲機制的思辨，僅散見於期刊與網絡（同「網路」），其中較為系統者

，是鄧正來主編的《中國書評》。該刊從第一輯起，即闢有「知識生產

機器的反思與批判」專欄，意圖接續八○年代力使社會科學擺脫意識型

態控制的「去政治化」運動，以及九○年代初期的「學術規範」運動，

將對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向前推進。但現有對學術評鑒的討論，多從

結構與制度的角度切入，進行反思與批判，而較少從個體學術實踐角度

著手，從事經驗層次的檢視。此外，多數討論單純集中於學術評鑒制度

，而未能將其他結構化制度納入相互關聯的框架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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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聚焦於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研究所教育中的獎懲機制

，探討學術評鑒與學術發表制度所構成的結構性環境，如何形塑研究所

學生的學術／學業實踐。其實，無論是學術評鑒制度，抑或是學術發表

體制，最終都會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個體學術實踐之中，這也是結構化

環境影響整個學術生產的真正起點。因而，檢視評鑒制度（具體為研究

所獎懲機制）之下的個體學業／學術實踐的意義，一方面可以在結構性

的批判之外，為評鑒制度與發表體制的具體運作，及其對學術生產的影

響，提供經驗性證據；另一方面，亦可從特定面向，提出對新聞傳播學

術教育的反思。 

自 1997 年起，中國大陸將新聞傳播學列為一級學科，傳播學也以

「二級學科」的名義，在學科體制中獲得合法性，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所

教育在學位授權點和招生人數方面狂飆突進。[2]截至 2005 年，全國共

有新聞與傳播學碩士點 123 個，其中新聞學 60 個、傳播學 63 個；博士

點 19 個，其中新聞學 10 個、傳播學 9 個（張曉鋒、馬匯瑩，2007）。

但相較於研究所教育的大規模擴張而言，新聞傳播學界對培養目標、學

術訓練等相關問題的探討與反思，卻相當匱乏（胡春陽，2008）。 

從相關討論與現實社會情境出發，本文擬針對以下問題作探索式的

研究： 

(1) 在何種意義上，對研究生進行優劣評價的獎懲機制，其實正是

數量化評鑒體制？ 

(2) 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體制如何在學術生產中具體運作，並合力

塑造研究所學生的學業／學術實踐？ 

(3) 獎懲機制的運作，產生哪些個人化或結構化的後果？這些後果

與研究生教育的理想目標，或者與學術環境本身，構成何種關聯？ 

為使討論更為集中，本文將對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獎懲機制之運

作，從事初步探察，進而對整個領域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作一反觀。作

為個案的 X 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全國重點大學，也是中國大陸於八○

年代最早開辦新聞傳播教育的院校之一，現在開設多個本科相關系所，



 
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 185 

並擁有新聞學博士點及新聞學與傳播學碩士點，綜合實力位居國內該領

域前列。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該所七位研究生平均歷時六十分鐘

的深度訪談。最初的訪談對象乃通過私人關係甄選，之後則以滾雪球的

方式，擴大訪談對象範圍。同時，為顧及深訪樣本之代表性（Strauss & 

Corbin, 1998: 202），本文從研究所課程類型（訪問二位博士班學生，[3]

五位碩士班學生）、所在年級（訪問碩士班三年級三位、二年級一位、

一年級一位）及在獎懲機制中的表現（訪問一位曾在碩士班階段被評定

為「優秀」的博士生）等歸類，對樣本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為了簡單

比較其他學校的情況，我們通過書面形式，與另一所重點院校 Y 大學

的四位同學（新聞傳播碩士班二年級一位，新聞博士班一位，理工科博

士班一位，理工科碩士班一年級一位）接觸、探詢，以充分瞭解相關訊

息。此外，在另一項研究中，作者對數位新聞傳播領域之青年教師、碩

士研究生導師與系所主管的訪談，也涉及了研究生獎懲機制的內容，因

此下文的論述將納入這些訊息，以此在部分程度上，彌補本文因集中關

注研究生層面而可能導致的視角局限與偏狹。 

本文共分四個段落。第貳部分討論科學社會學對獎懲機制與學術發

表體制的規範性論述與經驗研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大陸處在國家規

劃下的數量化評鑒機制與單位型學術發表體制，進行「情境化」探討，

這一探討將構成本研究的社會背景；第參部分以 X 大學為個案，討論

研究所獎懲機制的基本結構，揭示它作為數量化學術評鑒的根本特徵；

接下來藉由深度訪談所得經驗材料，鋪陳新聞傳播領域研究所學生如何

與數量化獎懲機制及學術發表體制相「契合」，展開其學業／學術實踐

；第伍部分從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反思獎懲機制對傳播學術教育或學術

訓練的可能影響。 

 

貳、文獻與研究背景 
 

一、發表與評鑒：學術實踐的制度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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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學術實踐已經不再是個體純粹的智識活動。相反地，它

被放置到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流程之中，經

由大學制度、評價制度、出版制度、職稱制度、課題（同「研究專案」

）制度等嚴密的「盯視」和建構，變成一種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

鄧正來，2004b），學術實踐的個體也因而處在多重的機構環境之中。正

如 Light（1974）所論，學術這一行無異是大學教員（faculty）與知識

職業（scholarly profession）相交匯的領域：一方面，它與知識職業一

樣，最為核心的活動是知識生產與累積；二方面，其實踐者又同時在高

等教育中佔據特定學術職位。易言之，學術這一行的結構具有兩端：一

端是大學系所，學術實踐者在此扮演教師角色；另一端則是專業社群，

實踐者以研究者的身分活動其間。這兩個機構成為學術實踐者進行知識

生產活動時，最直接、切身的社會環境（Gumport, 2002: 2, 7）。 

身處在雙重結構環境中的學術實踐者，其職業生涯被兩種至為重要

的學術制度所塑造，它們分別是大學系所中的「學術評鑒」制度，以及

專業社群中的「學術發表」制度。學術社群的要義，乃是個體實踐者的

工作，指向同一社群中其他人的工作，並與後者結合在一起（Haskell, 

2000: 18）。學術社群的核心機制是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管道，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學會與學術期刊，它們將分散於不同學術機構中的研

究者聯結起來，構成「有形的『無形學院』」（同「有形的『隱形學群』

」，visible “invisible colleges”）（Altbach,1987: 177；Crane, 1972）。而學

術期刊則是學術生產系統中最為重要的「把關人」（同「守門人」，

gatekeepers），唯有經過學術發表系統，個體的學術產出才得以進入學

術社群的公共空間，且這一步，正是評量專業表現、施加社會控制，或

授予學術榮譽等諸多社群生活層面的開端（Becher & Trowler, 2001: 86

；Zuckerman & Merton, 1971）。 

亦即，學術期刊作為「制度化的評價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 

of evaluation）（Zuckerman & Merton, 1971: 66），構成了科學實踐中品

質控制系統的重要關節點。至於大學系所內，針對學術工作進行的評鑒



 
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 187 

，則指向學術生產的「消費」環節。由於現代科學社群是「聲譽工作組

織」（reputational work organizations），學術同儕之間對聲譽的競爭，無

異是組織手中首要的控制機制（Becher & Trowler, 2001: 75；Hagstrom, 

1975: 69；Whitley, 2000: 25）。一如西諺所云「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學術發表是重要的學術認可來源，也是任命、升遷與提升

個人學術聲譽等種種學術評鑒活動的依據（Caplow & McGee, 2001: 83

；Light, 1974），因而大學機構裡的學術評鑒制度，必然與學術發表制

度緊密扣連。學術評鑒制度不單單與學術行政有關，更是關乎知識生產

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陳光興、錢永祥，2005）。 

在現代大學體制下，特別是英美的實踐中，學術評鑑和學術發表兩

種制度都建立在同行評審（同「同儕評議」，peer review）的根基之上

。誠如 Zuckerman & Merton（1971）所論，評議人（同「評審」）制度

——對編輯和評審等評議者的系統運用——構成了控制科學品質的核

心機制。同行評審作為評價科學工作的組織化方法，被學術實踐者用以

確立研究結果的可信性，進而分配期刊版面、研究基金、學術聲譽等稀

缺的資源（Chubin & Hackett, 1990: 2）。這一實踐假定，良好的科學只

能由一個自我管治的專家社群創造出來，而同行評審則是科學界進行自

我管治的重要渠道（Chubin & Hackett, 1990: 1）；故此，同行評審賦予

學術場域較高程度的自主權，令它獨立於政治經濟場域、支配文化以及

其他專業團體之外（Whitley, 2000: 32）。這種自主性進而確保學術社群

在招募與訓練新成員、判斷成員的專業成就，以及規制專業工作的品質

等各方面，擁有了排他的權力（Light, 1974）。 

同行評審的制度化，最早可追溯至十七世紀中葉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創辦的《哲學學報》（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Chubin & 

Hackett, 1990: 19；Zuckerman & Merton, 1971），它所開創之「由學會成

員評議其他成員學術工作」的作法，在往後的幾個世紀中，慢慢演變成

學術期刊的評議人制度，並且拓展到學術生產的其他層面，諸如研究經

費的審批、學術成績的評鑒，以及學術失範行為的判定等，最終成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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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科學事業的根基所在（Chubin & Hackett, 1990: 19-24）。 

有關科學精神的規範性，Merton（1968, 1973）認為，評判科學成

績優劣的標準，只能是成果本身的品質，而不是研究者的社會特徵。科

學社會學對學術發表制度的經驗性研究，主要即是從此一規範化的假定

出發，檢視同行評審的實際運作。此處，研究者借用「把關」（同「守

門」）這個隱喻式的概念，捕捉學術發表過程的兩個關鍵，即把關人與

把關過程。 

學術期刊編輯、編委會成員與評議人是學術志業公共論壇的把關人

（Boots, 1996；Crane, 1967；Lindsey, 1978）。研究者發現，儘管不同學

科之間存在差異（Lindsey, 1978: 50），但絕大多數把關人是資深的研究

者（Glogoff, 1988）或權威人士（Zsindely & Schubert, 1989）。此外，把

關人在不同機構與國界之間的分布並不平衡（Altbach, 1987）：首先，

把關人高度集聚於菁英機構（Hamermesh, 1994；Yoels, 1974），儘管把

關人所在機構變得愈來愈多樣化，但一項對 30 種經濟期刊的研究仍然

發現，近 40％的編輯來自於 12 所美國大學（Hodgson & Rothman, 1999

）。其次，國家之間的集聚更為明顯，例如在很多情況下，學術期刊之

主編及編委會成員均為美國學者主導，甚至壟斷（Braun, 2004；Braun & 

Diospatonyi, 2005；Nisonger, 2002）。 

絕大多數以學術期刊為對象而從事的經驗性研究，通過調查、評議

人的個人討論與引用分析等方法，集中探討學科範式（同「典範」）與

共識（paradigm and consensus）（Hargens, 1988；Pfeffer, Leong, & Strehl, 

1977）、論著特徵（manuscript characteristics）（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特殊主義（Beyer, 1978）、評判標準（Lindsey, 1978）、編輯政策

（Beyer, 1978）、評議人風格（Beyer, Chanove, & Fox, 1995）等因素對

學術發表過程的影響。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亦指出，學術期刊潛在地存

有對於複驗（replication）（Bornstein, 1990；Greenwald, 1975；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否定結果（Beyer, Chanove, & Fox, 1995；

Newcombe, 1987）、聲望較低的研究者（Kerr, Tolliver, & Petree,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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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機構（Dinauer & Ondeck, 1999；Long & McGinnis, 1981；Peters & 

Ceci, 1982）的偏見。不過，儘管存在著諸多缺陷，同行評審實踐仍然

處在科學實踐與學術期刊運作的核心（Campanario, 1998）。有論者將之

比作民主制度，意即它雖然充滿問題，但卻是我們所擁有的危害最小的

制度（Smith, 2006）。 

從以上的文獻討論，我們發現，科學社會學對學術發表制度乃至學

術評鑒制度的研究，建基於高度建制化的同行評審實踐。這使得此類研

究在進入具體討論時，往往將同行評審視為先設（同「預設」）架構，

並將焦點集中於同行評審不同層面的操作細節，立意於制度的具體修補

與改善，卻擱置了與學術評鑒、學術發表制度相關聯的結構性問題。當

我們在中國大陸、台灣或其他華文學界等不同歷史與現實情境下，討論

學術發表制度與學術評鑒制度時，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並排除在解釋框

架之外的結構性力量，例如國家權力、機構利益等，不僅呈現出迥異的

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這兩種學術體制的形態與運作方式。 

二、國家規劃下的量化學術評鑒 

國家權力即是在如上的討論中，被排除在外的結構性力量之一。直

言之，同行評審的根本目的，是賦予學術社群獨立於政治權力干預之外

的自主性；但弔詭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學界，關涉學術評鑒與

學術發表制度，乃至整個知識生產體制的「先設架構」，恰恰並不是同

行評審，而是在諸多領域扮演全權角色的政治權力（任劍濤，2006）。 

政治學者任劍濤（2006）認為，國家之所以成為中國知識生產機器

的主導性力量，是因為在知識生產的結構中，「國家」扮演著知識生產

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等角色。這種全權國家的

解釋視角，很好地呼應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界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不

過，除此之外，知識生產的國家化，也牽涉到提高國家競爭力這一目標

，因為該目標直接觸及到科學技術、產業與高等教育等諸多相互糾纏的

領域（陳光興、錢永祥，2005：11）。例如，許紀霖（2005b）認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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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九○年代以來，這一波知識生產的「再度國家化」，源於學術成

果被納入到國家的整體目標之中，成為實現「和平崛起」強國夢的有機

組成部分。因此其實現途徑也有別於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意識型態控制

，而是通過「計劃學術的宏觀管理」和「技術理性的支配原則」等非政

治化的方式。 

無論怎樣，國家權力對於學術生產的深度介入，一方面將學術生產

的方方面面置於國家權力的籠罩之下，另一方面則將「研發」與「政策

」培育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從而造就了所謂的產官學複合體（陳光

興、錢永祥，2005），或曰國家規劃型的知識生產模式（鄧正來，2004a

，2004b）。這種國家主導的「知識規劃」，不僅僅框定了知識生產的方

式，也塑造出獨特的知識類型。鄧正來（2004b）認為，在自上而下的

「知識規劃」時代，社會科學領域存在兩種相互映照的知識類型，分別

是規劃的知識和違背知識場域邏輯的知識。 

國家要實現對知識生產的規劃與控制，必須借助它所控制的各種學

術制度，例如行政支配的課題審批制度（王焱，2005）、職稱評定與學

科設置制度、出版制度等。表現在學術評鑒制度方面，對學術成果的「

評鑒」——像是大學的排名與撥款、重點學術機構的評定、個體職業生

涯的考核等，構成了規制大學、機構與個體學術活動的首要策略，而量

化指標則作為衡量生產主體學術表現的唯一標準。其結果是，這種從上

到下、鉅細無遺的學術評鑒，強化了國家權力對學術生產的控制，進而

將國家權力、學術機構與個體三者捆綁到集體性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的軌

道之上。 

國家規劃下的學術評鑒，其核心特徵是以數量化為導向，並以刊物

評比的指標或索引，取代對學術產品直接的實質性評價（楊玉聖，2006

）。在中國大陸，被視為「評鑒尺度」的主要是「核心期刊」和「中國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這些指標令學術期刊系統分化成高低優

劣的等級體系，不同期刊在體系中的位置，對應不同的權重與「分值」

，而在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則被累加計算成個體與機構的學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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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核心期刊」這一指標的產生，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北京大學圖書館

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4]它的初衷本是輔助圖書館等機構

收集與索引學術文獻，但在九○年代中期以來，「核心期刊」被納入對

個體、學術機構以及大學的學術評鑒的軌道之中，並演變成主要的「評

鑒尺度」（錢榮貴，2006）。另外一種重要的索引是由南京大學在 1998

年之後，逐年發佈的「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從其命名即可看出，

CSSCI 乃是仿照美國湯普森公司（Thompson Inc.）的 SSCI 創制。但與

SSCI 不同的是，CSSCI 是大學機構在政府的直接指導之下發展出來。

如其官方網站的自我介紹所示：（見 http://www.cssci.com.cn/introduce. 

htm）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索引」（CSSCI）是國家、教育部重點課

題攻關項目……教育部已將 CSSCI 數據作為全國高校［高等

教育院校］機構與基地評估、成果評獎、專案立項、名優期

刊的評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重要指標。CSSCI 資料庫已被

……100 多個單位包庫使用，並作為地區、機構、學術、學

科、項目［即研究專案］及成果評價與評審的重要依據。教

育部在 2003 年 1 號文件中指出：要建立科學公正的評審制

度和評價體系，加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CSSCI）系統

的建設。在教育部直接指導下，南京大學……使 CSSCI……

成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領域的標誌性工程。 

 

此一索引不僅僅被當成資料庫使用，而是從最開始就被有意設計成

一個「評鑒指標」，也因而變成「由國家推動、成為學官建立學術權威

的標尺」（陳光興、錢永祥，2005：28）。 

學術評鑒中表現出的知識生產「國家化」的傾向，不僅僅存在於中

國大陸。依據陳光興、錢永祥（2005）的觀察，台灣、新加坡、南韓等

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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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在他們看來

，這種傾向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攜資本為動力／後盾並與各地的國家

機器結盟的結果。[5]由是觀之，處在國家規劃之下的學術評鑒，實際上

正展現了中國或其他類似地區人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兩個向度（鄧正來

，2004a），其一是學術場域與其他場域——特別是國家權力——的關係

，其二則涉及到本地社會科學在世界結構下，與西方社會科學場域之間

的關係，後者表現在學術評鑒當中，即是 SSCI 與 T/CSSCI 之間的高低

優劣次序（陳光興、錢永祥，2005；黃厚銘，2005）。 

三、「單位」型學術發表體制 

如前所論，學術期刊既是制度化的評價模式，也是知識生產流程中

最為重要的把關人。通過選擇特定學術產品進入公共空間，學術期刊累

積學術發現與知識，設定學術研究的議程，同時亦充當學術實踐者之間

的正式交流管道。此外，由於經由學術期刊進行的學術發表，在眾多學

術評鑒中佔有優先地位，學術發表制度更成為塑造整個學術實踐的結構

性力量。以中國大陸為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計有學術期刊近三千種，

據學者按照期刊印張數和論文長度（約三頁）[6]的抽樣測算，這些期刊

每年發表論文約五十一萬篇（葉繼元，2005）。但對於這個處在學術生

產體制核心的「龐大的」關鍵制度，學界往往集中於評論與批判學術規

範層面的「失範」行為，如學術抄襲、版面費等，卻極少針對學術期刊

的總體結構與專業實踐，進行經驗性的觀察與探討。 

與整個出版業同步，中國大陸的學術期刊亦必須獲得由新聞出版署

頒發的「連續出版物號」（簡稱「刊號」），同時擁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

位，才能夠獲准出版。這兩項規範，一方面將學術期刊的生死存亡與日

常實踐，置於國家權力的監管之下，另一方面也使得絕大多數的期刊，

變成特定機構的附屬品，並被嵌入到主管單位、主辦單位構成的垂直權

力結構之中，成為集國家命令性權力和資源交換性權力於一身的「單位

社會」（work-unit society）的一部分。依據社會學者的觀察，在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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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單位」不僅僅是「工作場所」，更是一種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

組織型態。而作為一種統治制度或社會結構的「單位」，則構成了國家

實現統治的中介環節（李路路、李漢林，2000；李漢林，2004；李漢林

、李路路，1999）。就此而言，學術期刊的「單位化」，在很大程度上，

無異塑造著學術發表系統的總體結構與專業操作。 

學術期刊歸於特定單位所有，第一個影響是學術發表系統遭「雜志

型」（同「雜誌型」）綜合期刊壟斷，專業性的學術期刊只佔很小的比重

。由於期刊背後必須由特定的單位支撐，很多期刊實際上充當著各種學

術機構的學報（馬忠文，2007；許紀霖，2005a；錢榮貴，2006）。為符

應單位本身的學科設置，並滿足多學科的發表需求，一冊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的學報，其欄目設置與刊載之論文，通常橫跨哲學、人文、歷史及

社會科學諸多門類，成為典型的「雜志型」綜合期刊。即使是占據少數

地位的專業性期刊，也並非全部立基於特定學科領域的學術社群。以新

聞傳播為例，該領域擁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共有五十餘種（中國新聞

年鑒社，2005；杜駿飛，2007），其中 16 種分列在「信息與傳播」（同

「資訊與傳播」）、「新聞學新聞事業」及「廣播電視事業」三個子目錄

下，被列為 2004 年核心期刊，內有 9 種曾被收錄為 CSSCI 期刊。新聞

傳播學術期刊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由大學新聞院系主辦，

其二是由半行政或半官方的行業協會主辦，而數量最大的一批，是由報

業集團、廣電集團等新聞媒體主辦（李良榮，2003；郝俊慧，2005）。

以核心期刊的機構附屬狀況來看，其中只有 4 種、約佔 25％為新聞系

所或研究機構所辦，其他 12 種為媒體機構或行業協會所辦。 

單位制的第二個影響，則指向學術期刊的專業實踐層次。有關中國

大陸學術期刊的知識生產活動，由於素來缺乏經驗性研究，我們只能依

據學者的評論，進行簡單的探討。一般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

期刊，尚未普遍確立嚴格的同行評審制度，而由所屬單位成員組成的期

刊編輯部，即為整個把關過程的核心主體（許紀霖，2005a）。這使得學

術期刊無論從組織、人員或專業實踐等層次，都被捆綁在所屬單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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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直接面向特定領域的學術社群，也導致「機構利益」在學術期刊

主導的知識生產中，扮演重要角色。早期的經驗研究發現，由大學本身

編輯的期刊，傾向於刊發更多本校校友的著作（Shamblin, 1970）。而在

中國的特定學術情境下，很多大學學報也儼然是該單位「學術福利的自

留地」（賀衛方，2004）。一項針對傳播領域從事的抽樣調查即顯示，一

份附屬於大學的期刊，在 1993 年至 2003 年刊登的稿件中，該大學作者

所發表的論文，佔總量的三分之一，五倍於位列第二的另一學術機構（

張瑩、申凡，2004）。 

許紀霖（2005a）以單位化、行政化與非專業化，總括說明了人文

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總體結構與專業實踐表現。正是因為學術期刊的發

表成績，在個體職業生涯及學術機構評鑒中，扮演著至為重要的角色，

加上學術期刊結構與專業操作層次的獨特處境，導致有關學術發表制度

的批判聲浪，始終滔滔不墜。某些學者更直言，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

在某種程度上，已淪落成研究者「琢磨」如何發表論文的參照工具，甚

至是個人為因應學術制度的規範，謀求「統計指標」的必須途徑和形式

制度（鄧正來，2005）。 

 

參、研究所獎懲機制：量化的學術評鑒 
 

學術評鑒制度與學術發表制度編織而成的結構化環境，不僅影響到

大學、學術機構與學術研究者個體，亦觸及到正在接受學術訓練的研究

所學生。在研究所教育中，這種數量化的學術評鑒，亦已轉化為具體的

獎懲機制。以下將透過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的個案，勾勒出研究所獎

懲機制的面貌。 

X 大學針對研究生的學業／學術實踐，設計了兩個層次的獎懲機制

，分別指向「合格」研究生與「優秀」研究生之判定。第一個層次是決

定他們能否畢業的最低門檻；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生必

須在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至少發表一篇學術論文，才能成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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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進入答辯程序，而後畢業。第二個層次是中期分流制度；

也就是說，在入學後的第三或第四學期，研究生要接受學院的中期評鑒

，並依評鑒結果分為「優秀」、「合格」、「不合格」三類。其中優秀者可

有多種選擇，例如提前一年畢業、直接攻讀博士，或維持正常畢業；合

格者按原定程序繼續學業；不合格者原則上要被淘汰，或以肄業結束，

不能繼續學業。 

由此可見，第二個層次構成了「從懲罰到獎勵」的完整光譜，而第

一個層次也自然被置放於「懲罰」的一端。這是因為中期分流的標準，

除對學位課程的基礎要求之外，亦以學術發表作為最核心的評判依據。

達到最低發表要求的研究生，可避免「不合格」的結果，而那些在學術

發表方面表現出眾的學生，則可獲得獎學金，並被評為「優秀」，持續

在獎懲機制的光譜上，向「獎勵」的一端移動，得到更多的選擇機會。 

對於學術發表成績的評鑒，構成了此一獎懲機制的實質性部分。表

1 即為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教務辦公室在中期分流和獎學金的評定中

，具體採用的學術發表「評分細則」。 

 

表 1：學術發表評分細則 

 分值  
期刊類別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權威核心期刊（按社科院的標準） 8 分 4 分 8/3 分 

CSSCI 核心（南京大學標準） 4 分 2 分 4/3 分 

普通核心 2 分 1 分 2/3 分 

普通期刊（含增刊） 1 分 0.5 分 1/3 分 

註：第一作者包含獨立署名作者；第二、第三作者分值為第一作者的二分

之一、三分之一。 

 

從評分細則可以看出，居於研究生獎懲機制核心的學術發表及其評

鑒，完全是一套量化的規則，得分高低與刊發論文的期刊級別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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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分數的累加，就構成研究生的「學術表現」。依照表列的規則

，發表於權威核心期刊上的一篇論文，相當於四篇普通核心的文章、八

篇普通期刊的文章。換句話說，在這個金字塔式的學術發表等級制內，

能在級別愈高的期刊上，發表愈多論文，必將有愈好的學術表現。 

此處援用的評價邏輯，實質上是數量化學術評鑒體制的簡單化移植

和翻版複製。回頭來看，在教育部的研究生學位條例中，並沒有「必須

發表論文才能獲得學位」的條款。而所謂最低要求及其他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在研究所教育中廣泛存在，[7]無疑是大學和系所對研究生的學業

生活進行控制、規訓與塑造的強力手段；同時，這樣的獎懲機制還與大

學和系所「提升學術實力」的「組織目標」有關。某些教育者和學者的

評論指出，大學試圖將碩士生和博士生納入學術生產機制，以提高整體

的學術產出，從而在各種學術評鑒中，取得良好的表現（代小琳，2006

；蘇力，2004：90）。如 X 大學的「學生條例」即特別註明，研究生用

以滿足學位要求的發表論文，必須以該大學為第一署名單位。另外一所

重點大學的老師提到，自己在所在學校讀研的時候，學校是要求碩士生

在核心期刊發表三篇論文才能畢業，其原因無非學校「就靠著發表的這

些文章數量來撐起門面」（學者訪談筆記 A，2008.04.17）。由此可見，

獎懲機制通過「強求」或「鼓勵」的方式，希望研究生追求學術發表，

並將他們納入整個國家規劃下、以學術評鑒和學術發表體制為核心的知

識生產軌道；研究生也就是從這裡開始，領受獎懲機制和學術發表體制

的碰撞，展開他們的學業與學術實踐。 

 

肆、與體制「契合」：獎懲機制下的學業實踐 
 

一、學術發表作為學業實踐軸心 

如前所述，獎懲機制及與其呼應的學術環境，構成了研究生學業實

踐的結構化語境。浸淫於雙重環境之中的研究生，透過對參照群體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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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與其他個體的互動，以及同內外環境的直接碰撞，逐漸瞭解到自己

學業生涯「合格」與「優秀」的判定依據，認識到獎懲機制的操作規則

，亦對學術生產的邏輯和學術環境本身，有了初步的體察。 

在 X 大學裡，研究生是在開學典禮上，首度聽聞有關獎懲機制運

作、合格與優秀標準等各種信息。此後，來自於導師、歷屆學長姊的指

導，以及其他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動，皆不斷地豐富、強化這些信息

，形成一個充滿暗示的氛圍，讓新進研究生慢慢領會到體制運作的微妙

之處。 

 

導師經常欺騙我某某某同學又發了很多論文了，來給我壓力

。（CB，碩士班二年級） 

最受「挫傷」的是研二開始評獎學金的時候。研一的時候，

我還是多認真地對待寫論文。一年下來，發表了兩篇論文，

雖然都是在一般的學報上，但我沒有交一分錢的版面費，都

是靠論文質量發表出來的。我還很自豪的。結果評獎學金的

時候，我一看另外一個同學，七、八篇論文，全是增刊、增

刊、增刊，多數是花錢發表出來的。但就因為他／她的數量

更多，他／她評上了獎學金，我卻沒有評上。（SZ，碩士班

三年級） 

 

從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過程中，研究生對於獎懲制度得到的關

鍵印象是：欲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或想在中期分流中表現優異，都必

須「發表論文」。除此，更重要的是，在獎懲機制的具體運作中，真正

要緊的是數量，而不是質量。這個初步社會化的可能後果，乃是形成研

究生心中的「壓力」。 

 

有［壓力］，關係第二年的學費。（ZX，Y 大學工科碩士班一

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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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還有連續幾天夢見無法畢業，因為沒有發表論文。評

優的壓力也有。（CB，碩士班二年級） 

壓力自然是有的。包括研二下分流的壓力和畢業的壓力，畢

竟我認為一名優秀的研究生應該有可以證明其能力的東西

。（MW，碩士班一年級） 

有壓力，但是不是來自於學校、學院，是來自於自己，來自

於優秀的學長。（GP，中期分流後直博，博士班一年級） 

壓力都是有的，有的人順從，有的人抵抗。（FX，碩士班三

年級） 
 
無論這種壓力反映了他們對這個評價體制的認同（「應該有可以證

明其能力的東西」）與規則的內化（「壓力來自自己」），抑或只是可能的

功利性的應對策略，皆屬默認「學術發表」是翹動整個學術實踐的軸心

所在，也因而促使研究生進一步對該體制作出「呼應」。與這一規則緊

密對應的是「如何發表論文」的問題。每年一次的研究生學習經驗交流

會，即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由具有豐富發表成績的二、三年級碩士班學

生或博士生，向一年級新生介紹相關經驗。 

 

學長們共同強調的是身分定位和寫作與發表論文的問題。寫

作論文，平時的知識積累最為重要，但時間與技巧也不能忽

視，至於論文的發表更是需要充分瞭解各個期刊的特點。[8] 

她就給我們講該怎麼樣找研究題目，比如經常翻學術期刊，

看看別人都在研究什麼、熱點問題是什麼，就說寫熱點問題

更容易發表。然後要通過什麼管道找到各種學術期刊的聯絡

方式，怎麼跟編輯聯絡，這些東西。（CB，碩士班二年級） 

 

這些經驗介紹，為新進研究生提供了可模仿的榜樣，亦提供了應對

獎懲機制的各種策略。研究生在體制內的親身實踐，比如尋求學術發表



 
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 199 

的過程，或者其間與學術期刊編輯接觸的過程，讓他們得以與學校環境

之外更為廣闊的學術社群互動，而這種互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

們對於學術界的認識。如前所論，多數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並未建立嚴謹

的評審制度，從最淺表的層次來說，投稿的結果往往就是「發」或「不

發」，而根本不會經歷「修改－提交」的往復過程，作者甚至也得不到

隻言片語的評論（學者訪談筆記 B，2008.03.05；學者訪談筆記 C，2008. 

04.27），無異是把學術期刊變成純粹的「發表管道」，而不是「交流或

訓練管道」。換言之，將論文投入學術期刊的生產流程，無法構成學術

訓練的延伸，至於與學術期刊編輯之間的互動，對於學業實踐本身並沒

有多少助益。 

 

我還有我周圍的人跟編輯的接觸，就感覺編輯不太可能跟你

討論一下論文還有什麼樣的改動的空間……最多有些編輯

會說你這個注［同「註」］有問題，或者格式有點問題，但

他不會說你這篇文章怎麼樣，從內容上跟作者討論好像很少

很少的。（FX，碩士班三年級） 

 

由於研究生通過交納版面費發表論文的情況相當普遍（詳見下節討

論），這些有限的「互動」反而可能集中於這個方面。 

 

我有一次給一個傳播學的雜志［核心期刊］投論文，編輯就

向我要「審稿費」，或者要訂一年的雜志。但我就不想寄，

就沒有寄。結果後來編輯就打電話來說，你怎麼還沒有把錢

寄過來。（FX，碩士班三年級） 

我有一個同學投了一篇論文，編輯給他打電話，說要［人民

幣］900 塊錢版面費，我同學就跟他講，是學生，經濟條件

比較緊張，可不可以便宜一些，750 塊錢行不行。編輯考慮

了一下，就說沒有問題。（XR，博士班一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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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研究生與學術期刊編輯之間為數不多的互

動，很多時候並不是圍繞著「學術研究」展開，而可能是討價還價的過

程。至於那些在增刊上發表論文，或者通過中間人、發表代理尋求發表

[9]的「互動」，基本上便與交易沒有什麼區別了。 

無論是來自導師的壓力、前輩的示範，還是與獎懲機制和學術期刊

的碰撞，都讓研究生逐漸從學習、觀察與親身實踐中，瞭解體制的要求

、操作規則和學術生產等種種現實。當研究生體悟到獎懲機制的核心是

學術發表「數量」，且瞭解到學術生產體制種種合乎或者悖離理想之處

，進一步為了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或者尋求更高層次的獎勵，這種最

初的認識都會驅使他們朝向特定的學業／學術活動努力，那就是「尋求

發表」。 

二、尋求發表：增刊、版面費與利益交換 

X 大學新聞傳播系所碩士班學生乃採取「集體行動」的方式，應對

獎懲機制的最低要求。2004 年至 2006 年，該學院「研究生會」在中期

分流之前，都會跟當地的某些學術期刊合作，由後者出版一期該所二年

級研究生的「專刊」（增刊）。以 2005 年 3 月份出版的某期《甲學報：

新聞傳播研究》（「甲」為代稱）為例，該卷雜志共 344 頁，刊登 131

篇論文，除了極少數其他院校、其他年級學生的論文，幾乎當年的所有

新聞傳播類研究生都能刊登至少一篇論文。所刊文章當中，最長的 4

頁，最短的 2 頁，平均每篇所占篇幅為 2.5 頁。 

儘管刊出的論文並不一定能代表他們的學術水準——畢竟很多人

只是為了完成「任務」，不過，因為這卷雜志幾乎涵蓋了當屆所有的研

究生，本文仍希望通過對這些論文「參考文獻」的瞭解，反觀他們所受

的「學術訓練」。主要理由如下：獎懲機制的「初衷」之一，就是鼓勵

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研究生教育的目標之一，亦是讓學生接受初步的

學術訓練；而在論文中使用參考文獻，則是最基本的學術規範之一。是

故，在 131 篇論文中，我們抽取 72 篇進行簡單的統計。結果發現，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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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的參考文獻數量來看，最少為 0 筆，最多為 11 筆，平均值大約為

3.1 筆。其中 6 篇沒有任何參考文獻或引用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

列有參考文獻的 66 篇論文中，共 34 篇在正文裡找不到任何與參考文獻

對應的引文標記。若將「有文獻無引用」的論文與「無參考文獻」的論

文累加，則所占的比例為 55.6％；換句話說，有超過一半的學生起碼在

引用與參考文獻方面，不具有基本的學術規範意識，而這還只是學術訓

練當中最為基礎的部分。 

該所研究生在當期增刊上發表文章，無須經過任何審稿過程，只需

交納約人民幣二百六十元的版面費，文章基本上都會被接受。有些人的

文章雖曾遭退回，但只是要求規範格式，或儘量把篇幅縮小，以符合「

每兩頁為基點收取版面費」的原則。這種增刊的操作並非學術發表領域

的「特例」，我們可以從某期刊編輯部對本研究受訪者釋出的「用稿意

見」，對增刊的操作規則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您的來稿 A 經初步審閱，基本符合我刊用稿要求，經研究決

定，擬安排於《乙學報（教育科學版‧人文／教育卷）》M

期或 N 期發表（「人文／教育卷」字樣不出現在刊物上）……

由於該卷尚未與相關數據部門簽訂網絡出版協議以及部分

作者保留網絡發表權，該期論文數據不入中國期刊網、萬方

數據等［以上論文名、刊名、期數均為代稱］。 

除知名專家學者的特約稿外，我刊對擬用的校內外所有稿件

均收取一定的製版工本費和編輯校對費。收費標準為：250

元（針對研究生）或 300 元／1800-2000 個字。您論文的費

用為：550 元……版面有限，我刊將按照匯款順序編輯本期

，版滿為止（176 版）。（注：若您考慮到費用問題，對文章

做了刪改或壓縮，字數變動較大，您可將稿件發回，要求編

輯部重新核定費用。若此稿已為它刊所用，也歡迎您惠寄新

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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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其一，「增刊」作為正常刊期之外的出版物，不會

像「正刊」那樣進入學術市場、圖書館，亦不會進入各種數據庫的檢索

範圍。其二，增刊的文章不會經過正式「審稿」，且作者要交納版面費

。因此，增刊應視為學術期刊利用版面資源「營利」，及作者尋求發表

管道的「共謀」關係之產物。值此同時，獎懲機制的「評分細則」將增

刊視為合法發表渠道，實質上是認同了這種尋租式「學術發表」方式。 

無論是集體行為，還是個體行為，通過此一方式完成「最低任務」

的作法，並非個別情況。 

 

我讀碩士的學校，要求兩篇核心論文才能畢業，不過多數人

還是完成了任務。我有一次寫了一篇論文，那時候我已經完

成了基本任務，然後雜志說要版面費。我就去問一個沒有完

成任務的同學，問他願不願意交版面費，然後可以署名第一

作者。他很樂意，那篇論文就是他交的版面費，然後我自己

署的第二作者。（XR，博士班一年級，碩士畢業於另一所重

點大學） 

 

當然，本文絕不是說，所有的研究生為了避免懲罰，都會採取「增

刊」或者「交納版面費」的方式尋求學術發表，我們不能夠排除憑藉學

術論文的品質獲得發表的情况，亦不能忽略既有質量又有數量的學術書

寫必然存在。但以學術發表為核心、以數量為判定依據的獎懲體制，其

結構上就鼓勵一種「追求發表」與「追求數量」的趨向。與此相應，如

果「避免無法畢業的懲罰」仍是消極之舉，那麼為了尋求獎勵，則是積

極的應對策略。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觀察： 

 

我寢室一個女生，光是研一就發了三篇核心、兩篇普通，她

堅決說自己的論文是導師推薦的。我們寢室的女生探得她打

四份家教的工，就是為了付錢發論文。（CB，碩士班二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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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被訪問者還提到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學術生產方式，即導師和

學生合署發表論文，[10]在這種「合作模式」下，論文的主體一般由學

生完成，導師署名後，一方面可以提高發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避免

了學生獨自署名時，或許需交納版面費的狀況。蘇力（2004：89-90）

曾在論述法學論文的「產出模式」時，特別提到這種現象，他認為，同

一學科中，師生之間的合作產出，可能進一步變成一種雙方為了學術發

表而締生的利益交換關係；這種學生和導師基於利益的「合謀」——學

生利用導師的名聲，而導師利用學生的產出能力——產出的產品質量會

逐漸低於獨立發表的作品。 

通過增刊、負擔版面費或「利益交換」等途徑尋求發表的行為，並

非極端的個案。有研究者曾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所列 28 種新聞傳播類

期刊中，[11]抽取 20 種進行調查，發現有近三成提出「付費發文」的要

求，其中兩種為付版面費即刊登，一種需負責發行量，四種為「如稿件

品質尚可，收取一定版面費可登」（郝俊慧，2005）。一般而言，交納版

面費意味著削弱、甚至完全取代對於論文品質的考量。一位碩士生導師

提到： 

 

我有些研究生，他們會拿一篇文章給我看……我一看，說你

這個文章，有很長的路要走，要改很多，整個沒有發的可能

。結果他很神秘地看著我，說這篇文章都可以發了……1500

、2000［元］……一篇文章，3000 字的文章，核心……任何

編輯都可以看得出來，這篇文章很不成熟，或者甚至很差，

但是它可以答應給他發，結果就發了。（學者訪談筆記 D，

2008.03.07） 

 

在眾多學者的評論中，亦常把版面費視為「潛規則」或「公開秘密

」。這些評論偏重從道德層次討論這一問題，但本文認為，研究所學生

或其他學術實踐者與整個體制的「契合關係」，更具有顯著意義。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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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知識規劃」，還是「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都是以知識份子

的參與和「契合」為前提條件，而其中尤為重要的，即是知識分子與各

種「操作」或「玩弄」學術制度安排的腐敗實踐之間，彼此的「契合」

關係（鄧正來，2004b）。從本節的經驗材料可見，這種通過交納版面費

或其他資源，來補充或替代學術選擇的作法，其實正是學術評鑒制度（

在研究所表現為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制度在學術實踐者（也包括研究

所學生）在「合謀」之下共同培育的「尋租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亦

是深受這兩種結構化學術制度掣肘的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生態

之縮影。 

 

伍、獎懲機制與傳播學術教育 
 

設立獎懲機制的初衷，很多時候並不能與其後果相互吻合。Becker, 

Geer, & Hughes（1968）在研究大學教育中的獎懲機制對學生的影響時

，即發現，大學中的教師和管理者本希望通過獎勵系統鼓勵向學，但相

反地，這些獎勵機制往往只教會學生如何去「贏取分數」，而不能使他

們對所學感興趣，或者激發他們得到真正的創獲。先前引述中，一位受

訪者曾表示，由於自己在正刊發表的論文數量少，而無法與別人通過增

刊獲取的大量發表成績競爭時，他覺得「很受挫傷」。此個案可謂體現

出某種「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向。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學生會以

與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應對獎懲機制、展開學業／學術實踐一樣，獎懲

機制對每個研究生的影響，也可能有迥然的差異。 

如前所論，獎懲機制包含從低到高的多個層次，而其目標就是將規

訓對象「分殊化」，其結果是造就了體制所認可的「合格者」和所表彰

的「優秀者」。而這些在獎懲機制中表現出色，得到獎學金或優秀評等

的學生，是否受到同輩認可或成為新進研究生的榜樣，則是我們檢視獎

懲機制是否達其預定結果的途徑之一。對此，部分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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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比大多數人優秀，比那些根本不想著做研究的人要優秀

，但並不一定真正有做學術研究的能力，他們只是發的文章

比較多而已。很多人都是拿錢買的論文，根本沒有什麼學術

質量。（DS，碩士班三年級） 

現在很多……1800 可以幫你寫一篇論文，再發在核心期刊上

。有了這些人，我覺得很多發論文的強人到底有沒有學術能

力就成為一個無解的疑問。（CB，碩士班二年級） 

發表文章很多只能代表學生一方面的能力強，不能說比別人

就更優秀。（MW，碩士班一年級） 

 

一方面，受訪者認同表現優秀的同學「學術努力」，但另一方面又

同時質疑他們的「學術能力」，這看似矛盾的評價，其實正折射出一個

事實，即尋求學術發表過程中的種種「尋租」行為，使得「學術發表」

和「學術能力」之間基本的邏輯關聯，亦經常遭到質疑。 

這些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對優秀與否的判定標準，並不侷

限於獎懲機制所衡量的學術發表方面。前面曾經提到，在獎懲機制中援

用的評判規則，所衡量者並非研究生的「學術實踐」，而是他們整體的

學業生涯。由此衍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面對業已分化的碩士班學生，

以「學術發表」的量化評價作為核心的獎懲機制，是否是進行「合格優

秀與否」評價的最好機制？ 

在新聞傳播的研究所教育領域，這種分化有兩層含義：首先，與其

他領域相類似的是，研究生教育的大規模擴張，即便單純從數量的角度

來看，也使得它不可能僅僅扮演純粹的學術訓練預備階段之角色。另從

研究生的角度來看，他們進入研究所攻讀學位的動機，已經變得非常多

元，相當比例的學生並不以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或從事學術研究，作為

職業生涯的目標。其次，以 X 大學為例，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所課程

，設置有新聞理論與新聞史、新聞業務、傳媒經營管理、傳播理論、廣

告、編輯出版、廣播電視與影視傳播等專業，某些新聞傳播實務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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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本來即不以培養學術人才為旨，而是以培養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

作為目標。針對這種分化現實，一些受訪者認為獎懲機制實有潛在的不

公平之處。 

 

我覺得它不太公平。大的來說，把評判優劣的標準放到學術

研究方面，太狹隘了。（DS，碩士班三年級） 

現在的研究生不再是進來就一定是要做研究的。而且現在不

應該強迫所有的研究生都去做研究……一篇很好的報道，或

者一個得獎的、被採納的策劃案，不能在獎懲機制中獲得認

可，那樣很不公平。（FX，碩士班三年級） 

 

不可諱言地，「學術訓練」始終是研究所教育的主線；倘若我們將

焦點縮小收束至「學術實踐」層次，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現有的學術評

價手段，能否比較好地衡量研究生的學術能力，並激發其學術潛力，激

勵他們追求嚴謹而規範的學術訓練，進而促成良好的學術氛圍？任何獎

懲機制都會產生「規訓」與「激勵」作用，而以「學術發表」為核心的

研究生獎懲機制，亦有可能促動研究生進行與學術發表相關的實踐活動

。不過，由於這些學術實踐活動都是直接與學術發表相關，繼而與避免

懲罰或尋求獎勵的獎懲機制緊密相連，故它們亦可能「激勵」出某些消

極的實踐方式。對於絕大多數研究生而言，必須發表一篇論文才能夠畢

業的最低要求，也許最終只是轉化為一項「任務」，其中有人透過集體

刊發「增刊」的方式解決，而此外的「個體行為」，則很可能通過交納

版面費等形式完成。進一步考察那些「以完成任務為目的」的學術書寫

，亦發現，它們缺乏基本的學術規範。這也證明，對「學術發表」的要

求，某種程度上並沒有轉換為研究生接受「學術訓練」（學術規範）的

渴望。 

這一現象也與獎懲機制本身的評量規則有關。量化的評價規則，實

質上鼓勵了「只看重數量、不看重質量」的學術發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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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機制］鼓勵你「生產」。［不過再向前］那就是「濫寫

」吧，為寫而寫。［我們周圍的氛圍］就是為了得到這個體

制的獎勵，好像有點失去學術研究本來的［應該追求的東西

］。（FX，碩士班三年級） 

我認為［學術發表］並不能很好的鞭策研究生的學業，因為

當論文質量不再是評價論文是否能發表的唯一依據，過多地

強調論文發表的數量會造成論文質量的下降，還有一些其他

學術腐敗情況的蔓延。（MW，碩士班一年級） 

 

眾所周知，學術論文的數量產出，並不等同於研究者是否有更強的

學術實力。特別是對於研究生而言，他們尚且處於接受學術訓練的階段

，而這種量化的評價與鼓勵機制，實際上樹立的標竿和努力方向是「學

習撰寫與發表論文」，卻不當然等同於「學習做研究」。這種結構化的傾

向，也非常可能在研究生當中，醞釀出一種浮躁的學術氛圍。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聚焦於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領域研究生的學業／學術實踐，希望

從微觀層次著手，近距離檢視學術評鑒制度與發表體制的具體運作，及

其對學術生產的影響，同時亦對新聞傳播學術教育提出反思。學術評鑒

制度與學術發表制度是研究者從事學術實踐中，最為重要的結構性環境

，而科學社會學的規範性探討與經驗研究，皆預設「同行評審」作為二

者制度化的根基。立足於中國大陸的具體情境，國家權力這一先設架構

，培育出國家規劃型的學術生態，而國家規劃下的學術評鑒核心特徵，

即是以數量化為導向，並借助刊物評比的指標或索引，取代對學術產品

直接的實質性評價。此外，學術發表體制也深受單位制度的影響，在總

體結構與專業實踐等層面，都被特定學術機構壟斷，而無法成為學術社

群的公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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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將研究生的學術實踐，置於學術評鑒體制和學術發表體

制構成的結構環境之下探討，乃是因為研究所中的獎懲機制，簡單化地

複製了盛行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評鑒體制，以數量化的學術發表，作

為對研究生進行優劣評定的核心準則。無論是「強迫」還是「鼓勵」研

究生發表論文，獎懲機制都從制度層次將「尋求發表」設定為主導研究

生學業／學術實踐的軸線，亦使「尋求發表」成為學業實踐的核心目標

所在；另一方面，學術期刊領域的單位制與專業評審制度的闕失，使得

本應作為學術社群公共論壇的學術期刊，被特定機構壟斷，而其專業操

作亦在某種程度上，擺脫整個學術社群的牽制與影響。體現在研究生學

術實踐方面，它不僅無法扮演學術訓練之延伸的角色，研究生通過學術

期刊與外部學術社群的碰撞，反而在很多時候醞釀出種種「尋租」行為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認為，這些「尋租」行為，乃是學術實踐個

體（研究生）與數量化的學術評鑒制度和學術發表制度相互「契合」的

產物，這種「契合」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的結構性處境與學術生態。 

除探討建基於獎懲機制與學術發表體制所合力塑造出的學業／學

術實踐模式，我們亦檢討獎懲機制對傳播學術教育的影響。單純以學術

發表為核心的獎懲機制，無法呼應研究生分化的現實；另一方面，獎懲

機制過分強調「尋求發表」，反而可能遮蔽與排擠「學術訓練」在傳播

學術教育中的位置。「訓練」乃是傳播學術教育的應然主題，「發表」或

可成為學術訓練的自然延伸，但絕不能將學術實踐與學業實踐彼此等同

。過於功利地將研究所學生拋入學術生產軌道，可能激勵其參與「學術

生產」，但未必能鼓勵他們追求嚴謹的學術訓練。許多例子顯示，獎懲

制度極可能演變成一種任務導向的「形式制度」，而在學術實踐過程中

滋生的增刊、版面費等種種尋租活動，除了直接破壞學術生態，對尚處

於學術社會化階段的研究生「心智」，亦可能產生相當消極的影響。正

如一位學者在某篇評論中所言，它們可能在最開始即摧毀學術研究在研

究生心目中的價值與尊嚴（王彬彬，2003）。 



 
量化評鑒之下的學業／學術實踐 209 

本文立意於從研究生學業／學術實踐的經驗層次，切入對數量化評

鑒體制和學術發表體制的探討。這些經驗性的資料與討論，拓深了此前

學界偏向於結構性批判的路徑。然而，本文亦有局限之處，即：整個討

論緣起於個案，也將實踐主體收束於研究生身上，儘管論述涉及整體性

的學術生產面貌，但所得的經驗性證據，尚且需要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檢

視。這種檢視仍然可以圍繞本文拓展的學術體制與傳播學術教育這兩條

線索展開。一方面，對於數量化獎懲機制在個體實踐與學術生產中的具

體運作同其後果，學界應當深入探討，此外亦應思索學術期刊發表如何

建立嚴格的評審制度，突破機構利益的困景，從而直接面向學術社群，

以共同體的力量，阻斷特定機構的壟斷和失範現象。另一方面，如何在

承認研究所學生業已分化的現實情況下，找尋研究所教育的適當位置，

同時使傳播學術教育回歸學術訓練的應然軌道，當是傳播教育乃至人文

社會科學其他門類的學術教育，必須面對的迫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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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本文撰寫時，保留大陸用詞，並在該用詞第一次出現時，輔以括

號註明台灣用法。此處並製表以便於對照辨識（見表 2）。 

 

表 2：兩岸用詞對照表 

大陸用詞 台灣用詞 說明 

報道 報導  

評鑒 評鑑  

網絡 網路 internet 

課題 研究專案  

無形學院 隱形學群 invisible colleges 

把關╱把關人 守門╱守門人 gatekeeper 

同行評審 同儕評議 peer review 

評議人 評審  

範式 典範 paradigm 

先設 預設  

雜志 雜誌  

信息 資訊 information 

注 註  

 

〔2〕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科領域被劃分為「學科門類」、「學科

大類」（一級學科）與「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由國務院

學位委員會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決定了大學的專業設置、

特定領域的學科歸屬以及頒授的學位名稱，因而，特定領域在該

目錄中位置的上升下降，也就顯示出其「學科地位」的變化。在

1990 年頒布的專業目錄中，新聞學作為二級學科，分設於「中國

語言文學」及「社會學」兩個一級學科之下，因為此二者分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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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文學」與「法學」兩個學科門類，新聞學的畢業生因而可

授予「文學」或「法學」學位，其學科地位並不明晰。在 1997

年的目錄中，新聞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與「中國語言文學」並列

的一級學科，並定名為「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傳播學

」兩個二級學科。至於「學位授權點」則是指有權開辦特定學科

領域博、碩士課程並授予「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大學院系，

一般簡稱為「博士點」與「碩士點」。 

〔3〕本文的討論集中於碩士研究生層次，因此對兩位博士班一年級學

生的訪談，主要是請他們回憶碩士研究生階段的相關情況。 

〔4〕北京大學圖書館其後陸續於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推出新版

本。而其他機構進行的「核心期刊」遴選，更有十餘種之多。參

見錢榮貴（2006：140-141）的相關討論。 

〔5〕陳光興、錢永祥（2005：27）也同時強調，「雖然類似的情況在華

文世界、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社會中發生，但是具體呈現的風貌

及細節不盡然相同，各地批判學界對反應的方式，自然也各有不

同」。 

〔6〕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平均長度在三頁上下，反映出中國大陸

學術書寫與發表體制的特徵：一方面，學術論文與雜感不分，學

術期刊充斥著隨感式、有論無證的短文；另一方面，學術期刊視

版面為稀缺資源，為在有限的篇幅內刊登更多的論文，對論文字

數多有規定。法學者賀衛方（2004）即將某些此類短文斥為「又

臭又短」。 

〔7〕2006 年，媒體報道指出，幾所國內著名高等教育院校皆廢止了「

碩士研究生必須發表論文才能畢業」的要求（代小琳，2006）。不

過根據其他媒體的報道，以及依據學生、教師、院系主管處提供

的信息，所謂「最低要求」依然廣泛存在，且「獎懲機制」仍在

實施。 

〔8〕此引文摘自該學院新聞網中的新聞稿，為確保匿名，已改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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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實際意義的虛詞和詞序。 

〔9〕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曾接觸「通過中介人尋求發表」的個案，

此外也可以從一些二手資訊來推測這種作法的普遍程度。如《中

國青年報》曾以〈做論文代理已形成產業鏈 一大三學生靠代發論

文為生〉為題，報道了這種現象（狄多華、馬俊剛，2007）。又如

，有受訪者表示，宿舍樓下的佈告欄裡，就經常張貼著論文代理

的廣告。 

〔10〕某些學校甚至要求研究生發表論文必須由導師署名為第一作者。

這種規定和提高學術產出的機構邏輯，顯有一定關聯。此處所論

並不包括那些真正的師生之間的學術合作。 

〔11〕作者把「電影電視藝術」（10 種）及「攝影藝術」（2 種）兩類下

的 12 種核心期刊也納入到新聞傳播核心期刊中，故其總量為 28

種，而非本文先前說明的 1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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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tion of publication. The graduate life thus focuses upon seeking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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